我国不同地区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对比——基于创业板公司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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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10—2014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1 586个面板数据为样本，对加计扣除政策在不同区域的执行效果和区域创新环境对该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进行检验。已有研究大都是从单一地区着手，着眼于加计扣除政策在某一个地区的执行效果，很少考虑到政策效果的区域性差异。文章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政策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整体实施效果具有显著性，但具体到不同区域，该政策的实践效果存在着区域性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财政政策对加计扣除政策的执行效果具有显著性调节作用，区域市场结构以及区域经济总量对此并无显著性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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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Super-deduction Policy in Different Region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GEM Companies

LI Kun，CHEN Haisheng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0,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chose 1586 panel data from the GEM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4 as samples. We inspected the effect of super-deduction policy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on the effect. Previous researchers mostly began with a single region and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in just one region. They rarely considere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effect. The study has shown that,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policy is significant. Considering each specific area, there is an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 A furthe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regional financial policy can improve the effect significantly, but regional market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y gross have no a significant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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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引擎，研发（R&D)则是创新过程的关键部分。R&D活动带来的新技术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技术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部分结果如表1所示，尽管测算结果有所差异，但都表明技术进步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表1 我国技术进步贡献率
	研究者
	研究时期
	技术进步贡献率/%

	周方
	1979—1996年
	38.96

	史清琪
	1991—2000年
	39.6

	韩莹
	1978—2006年
	39.44


       注：数据来源于http://www.zgkjlt.org.cn/CN/volumn/home.shtml
但从R&D投入强度指标来看，尽管自2000年以来我国研发强度进步很快，然而仍落后于日本、韩国、以色列、美国等发达国家（如表2）。

表2 部分国家R&D投入强度
	国家
	2000年
	2010年

	中国
	0.90
	1.77

	日本
	3.00
	3.26

	韩国
	2.30
	3.74

	以色列
	4.27
	4.40

	美国
	2.71
	2.90


        注：数据来源于http://dx.dio.org/10.1787/rdxp-table-2013-1-en/
对此，为了促使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活动，我国政府在2008年、2013年和2015年分别发布了财税116号文件、财税70号文件和财税119号文件，就执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作出相关通知。这些政策的实施能够带来多大的效应？尤其是我国地域辽阔，企业分布广泛，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地区实施会有不同的效果吗？不同区域的创新环境不尽相同，会对加计扣除政策效应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检验。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中高科技企业居多，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创新驱动，所以这些企业通常更加重视研发创新活动，其研发投入力度一般更强。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围绕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展开研究。
2   文献综述
2.1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R&D活动的关系
在政府执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否能够促进企业R&D活动的问题上，Robot[1]研究指出直接的财政补贴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均是促进企业R&D活动的有效手段，并且后者在实证中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Dirk等[2]通过非参匹配方法，对3 562家公司R&D活动投入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执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能够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支出。当然，也有相关研究显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的R&D活动并不存在促进作用，如Eisner等[3]的研究结果表明，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可以说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对总体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促进作用；Wallsten[4]通过对美国的小企业研发创新活动进行研究后，发现税收优惠制度存在排挤作用。
在国内研究方面，夏杰长等[5]以1996—2003年间的企业为样本，采用散点图的方式研究发现，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投入价格也在获取税收优惠政策后逐步下降，从而也证明了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存在显著性效果。李丽青[6]采用问卷调研的形式，通过建立经典回归模型对103家公司的高管或财务人员的问卷进行分析后发现，研发费用扣除等税后激励方式存在较多的制约，导致R&D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而另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则发现了不同的结论，如：匡小平等[7]利用Jorgenson建立的标准资本成本模型对科技税收激励方式所造成的资本成本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研发税后优惠政策可以通过降低研发资本成本的方式来增加企业的R&D投入。周阿立[8]选取2007—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方式得出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增加R&D投入的结论。
总体来讲，国外早期关于科技税收激励政策的大部分研究表明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R&D活动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甚至为负作用，存在挤出效应，但是近年来国外关于研发费用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大多显示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可以有效促进企业的R&D活动。国内学者关于科技税收激励政策效果的研究结果则分歧较大，有些人认为研发费用税收激励政策对于企业R&D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此举并不能激励企业进行更多R&D活动。
2.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效果与区域创新环境
Audretsch等[9]在利用美国的数据对企业R&D溢出效应与区域创新因素关系的研究中指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影响很大。刘笑霞等[10]总结了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因素，并以2005年我国制造业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的R&D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正向相关关系。李习保[11]采用随机前沿方法，以我国1998—2006年的创新活动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区域创新环境对研发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提高创新效率的诸多因素中，区域创新环境中的教育投入程度显得尤为重要。Czarnitzki等[12]以692家西德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区域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企业R&D活动的市场不确定性就越低，从而能够有效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并进一步指出完善的区域环境制度可以提高企业的研发效率。Varsakelis[13]从权力距离的维度考查了地方文化与企业R&D活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权力距离越小的地区，研发投资会更高。Dominicis等[14]指出在欧洲区域内，社会资本和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都是影响区域集群企业研发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郝颖等[15]从产权特征的维度研究了我国区域市场化进程对企业R&D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市场化程度与研发投资强度呈正向相关关系，而且市场化程度与行业竞争的共同作用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
简而言之，无论是国外的研究还是国内的已有研究，都表明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会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但将加计扣除政策作为中间变量来考查区域创新环境对该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有鉴于此，为了弄清楚区域创新环境对加计扣除政策的执行效果的影响，本文将展开进一步研究。
3   理论与假设
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过程，创新意味着颠覆。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新组织通常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将旧组织消灭，当然也存在合并、收购等方式。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经济实体的不断壮大，创新更多的变成了经济实体内部的一种自我更新。根据市场失灵理论，当出现市场失灵现象时，作为资源配置工具的市场不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过程变得异常缓慢甚至停滞，此时政府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加以干预，为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也出现了有效供给不足、产能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市场失灵现象，对此，政府正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是供给侧理论的典型实践，它们都强调减税。我国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措施之一便是减税。供给侧改革的减税计划会降低企业的实际税负，让企业有更多剩余资金用于研发活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减税计划的手段之一，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研发现金，从而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基于以上论述，提出本文的第1个假设：
H1：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执行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
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区域创新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不仅会对整个系统的整体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且会对系统内部各子系统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因此，一个企业的研发活动会受到区域创新环境的影响。享受加计扣除政策降低研发成本，将此行为视为企业研发的一部分，执行加计扣除政策就内嵌于企业的研发活动之中；而企业研发又内嵌于区域创新环境之中，从而区域创新环境就会对内嵌于其中的加计扣除政策产生影响。由于研发的溢出效应，R&D活动的私人收益低于它的社会收益，市场经济体制内R&D支出是不足的，因此政府有必要利用税收等措施进行干预[16]。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就是我国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之一，目的在于通过该政策降低企业的R&D成本，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但在获取同等程度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因为不同地区的创新环境不同，对加计扣除政策执行力度的影响不同，造成加计扣除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执行效果不同。基于以上论述，提出本文的第2个假设：
H2：区域创新环境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调节作用，并且该调节作用的程度具有区域性差异。
4  研究设计
4.1  模型设计
对于研发效率指标的计算，本文采用Battese等[17]的随机前沿方法进行测算，计量模型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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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假设1，本文采用如下计量模型：

[image: image2.wmf]it

it

YEAR

it

AGE

SIGN

it

IND

it

QD

it

ROI

it

DAR

it

ASSET

it

CFLOW

it

TSD

it

D

R

e

a

a

a

a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

=

10

9

8

7

1

6

1

-

5

1

-

4

1

-

3

1

-

2

1

0

&

（2）
为了验证假设2，本文以模型2中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作为模型3的被解释变量，以区域创新环境因素作为自变量，采用如下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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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据搜集
（1）企业研发人员数量、所属行业、公司属性以及成立时间来自万得（WIND）数据库；企业是否为国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内部现金流、总资产、无形资产、负债总额以及企业的销售收入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企业专利申请数量来自中国知识产权局官网“专利检索与服务系统”；企业的发展能力数据通过计算销售收入增长率得到；至于宏观层次的创新环境因素变量均是从聚源数据库中查询得到。
（2）2010—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对于是否享受加计扣除是自愿披露的，有鉴于此，本文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18]，并考虑企业享受加计扣除应满足的实际条件，对于2010—2013年的样本公司，首先通过手动方式，如果其年报中披露了加计扣除相关信息，取1；如果虽未披露但该公司当年属于国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也取1；其余取0。由于国家规定自2014年起，上市公司对于是否享受加计扣除需在年报中强制披露，因此，对于2014年的样本公司，本文采取手动方式，如果年报中披露了加计扣除信息，取1；否则取0。
经过以上步骤，最后得到405家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2014年共计1 586个样本观测点，其中2010年到2014年每年的样本观测点数分别为179、287、348、371和401。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相关变量的名称、符号及说明总结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相关说明

	被解释变量
	企业研发资金支出
	R&DIN
	企业研发经费取自然对数

	
	企业专利申请数量
	R&DOUT
	企业专利申请数取自然对数

	
	企业专利申请效率
	R&DTE
	利用SFA方法测算研发效率

	解释变量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TSD
	享受该政策取1，否则取0

	控制变量
	企业内部现金流量
	CFLOW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企业规模
	ASSET
	企业总资产取自然对数得到

	
	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
	DAR
	取值企业资产负债率

	
	企业的成长能力
	ROI
	用企业销售收入增长率表示

	
	企业的无形资产占比
	QD
	用无形资产比总资产表示

	
	公司所属行业
	IND
	制造或科技业取1，否则取0

	
	企业的性质
	SIGN
	国有企业取1，否则取0

	
	企业年龄
	AGE
	企业成立以来的年数

	
	时间变量
	YEAR
	2010—2014共5个年份

	区域创新环境变量
	区域市场结构
	RMS
	2010—2014年，区域规模以上企业数取自然对数后求均值

	
	区域财政政策
	RFP
	2010—2014年，区域财政科技支出取自然对数后求平均值

	
	区域经济总量
	RET
	2010—2014年，区域内GDP取自然对数后求平均值得到


5   结果分析及讨论
5.1 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2010—2014年期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R&D活动经费支出不断增加，平均值从2010年的16.476增加到2014年的17.242，这说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越来越重视研发创新活动，R&D经费投入不断增加；另外，通过表4不难发现，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次数也在不断增加，平均值从2010年的0.510增加到2013年的0.780，这体现出我国创业板市场中有越来越多的公司享受了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综上可知，从2010年到2014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中越来越多的企业享受了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与此同时，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和产出也在不断增加。
表4 2010—2014年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年份
	变量
	样本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2010
	R&DIN
	179
	14.101 
	18.714 
	16.476 

	
	R&DOUT
	179
	0.000 
	4.000 
	1.920 

	
	TSD
	179
	0.000 
	1.000 
	0.510 

	2011
	R&DIN
	287
	11.852 
	18.969 
	16.738 

	
	R&DOUT
	287
	0.000 
	7.000 
	2.500 

	
	TSD
	287
	0.000 
	1.000 
	0.620 

	2012
	R&DIN
	348
	13.708 
	19.286 
	16.901 

	
	R&DOUT
	348
	0.000 
	7.000 
	2.830 

	
	TSD
	348
	0.000 
	1.000 
	0.640 

	2013
	R&DIN
	371
	12.184 
	19.740 
	17.104 

	
	R&DOUT
	371
	0.000 
	6.797 
	3.140 

	
	TSD
	371
	0.000 
	1.000 
	0.780 

	2014
	R&DIN
	401
	11.878 
	20.507 
	17.242 

	
	R&DOUT
	401
	0.000 
	7.000 
	3.400 

	
	TSD
	401
	0.000 
	1.000 
	0.530 


关于区域划分，本文以均质区域为划分原则，即区域内相关因素趋于一致，而区域间则差异较大。基于本文研究目的及实际情况，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19]，将样本企业所属区域划为31个部分，即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2010—2014年期间，给出的代表区域中，研发经费投入均值最高的是北京的17.250，最低的是陕西的16.346，这说明在此期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经费投入存在地区间的差异；同样可以看出，代表区域中专利申请数量均值最高的是陕西的3.560，最低的是四川的2.140，这表明这一阶段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活动产出存在区域性差异；此外，代表性区域中享受政策次数均值最高的是北京的0.720，最低的是陕西的0.320，这体现出在这一阶段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享受加计扣优惠政策的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

表5 2010—2014年代表区域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区域
	变量
	样本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北京
	R&DIN
	237
	14.388 
	20.507 
	17.250 
	0.889 

	
	R&DOUT
	237
	0.000 
	5.700 
	2.631 
	1.281 

	
	TSD
	237
	0.000 
	1.000 
	0.720 
	0.449 

	辽宁
	R&DIN
	39
	15.533 
	18.707 
	17.003 
	0.908 

	
	R&DOUT
	39
	0.000 
	5.000 
	3.170 
	1.066 

	
	TSD
	39
	0.000 
	1.000 
	0.510 
	0.506 

	浙江
	R&DIN
	154
	14.107 
	18.582 
	16.964 
	0.882 

	
	R&DOUT
	154
	0.000 
	6.000 
	2.940 
	1.349 

	
	TSD
	154
	0.000 
	1.000 
	0.610 
	0.489 

	湖北
	R&DIN
	51
	14.000 
	19.000 
	16.860 
	0.830 

	
	R&DOUT
	51
	1.386 
	4.644 
	3.088 
	0.814 

	
	TSD
	51
	0.000 
	1.000 
	0.570 
	0.500 

	广东
	R&DIN
	341
	15.022 
	19.245 
	17.102 
	0.855 

	
	R&DOUT
	341
	0.000 
	5.684 
	3.094 
	1.174 

	
	TSD
	341
	0.000 
	1.000 
	0.650 
	0.476 

	四川
	R&DIN
	33
	15.138 
	18.082 
	16.612 
	0.696 

	
	R&DOUT
	33
	0.000 
	4.000 
	2.140 
	1.077 

	
	TSD
	33
	0.000 
	1.000 
	0.330 
	0.479 

	陕西
	R&DIN
	31
	15.384 
	17.883 
	16.346 
	0.642 

	
	R&DOUT
	31
	2.000 
	4.000 
	3.560 
	0.522 

	
	TSD
	31
	0.000 
	1.000 
	0.320 
	0.475 


5.2  基于研发支出的检验结果分析

从表6中可以看出，虽然总体样本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通过了0.0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但具体到每一个区组的情况并非如此。在给出的代表性区域中，北京、上海、江苏以及广东的自变量系数为正并且通过了0.0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显著地促进这些区域中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增加研发投入；河南的自变量回归系数为正并且通过了0.0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可以明显地促进企业增加R&D经费支出，只是显著性程度没有广东等地区强；辽宁、江西、重庆以及陕西的自变量回归系数均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体现出执行加计扣除政策对促进这些区域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增加研发经费投入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四川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在诸如四川这类区域实施加计扣除政策反而抑制了企业增加研发经费投入。
表6 基于研发支出的模型2代表区域回归结果
	区域
	解释变量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模型F值
	R方

	北京市
	0.712* * *
	0.095
	7.465
	0.000
	23.932* * *
	0.515

	辽宁省
	0.285
	0.228
	1.246
	0.223
	9.146* * *
	0.739

	上海市
	0.676* * *
	0.116
	5.825
	0.000
	11.666* * *
	0.512

	江苏省
	0.483* * *
	0.077
	6.262
	0.000
	26.984* * *
	0.623

	江西省
	0.319
	0.231
	1.384
	0.239
	7.513* *
	0.938

	河南省
	0.393* *
	0.164
	2.393
	0.024
	9.594* * *
	0.762

	广东省
	0.606* * *
	0.068
	8.951
	0.000
	57.573* * *
	0.613

	重庆市
	0.031
	0.252
	0.122
	0.905
	7.727* * *
	0.849

	四川省
	-0.214
	0.217
	-0.989
	0.332
	5.327* *
	0.640

	陕西省
	0.307
	0.281
	1.094
	0.288
	5.420* *
	0.740

	全样本
	0.707* * *
	0.035
	20.323
	0.000
	157.318* * *
	0.501


      注：“*”、“* *”、“* * *”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
综上可知，在北京、上海、江苏以及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加计扣除优惠政策的执行效果更加显著；在河南等经济较发达的华中地区，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效果亦显著，但显著性相对弱一些；在江西、辽宁、重庆、四川以及陕西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加计扣除政策的实践效果并不明显甚至抑制企业的R&D活动。由此可见，加计扣除政策在不同区域间的实施效果差异明显，有的区域正向显著，有的区域正向不显著，有的地区甚至呈现负相关关系。

从表7中可以看出，在区域创新环境因素中，区域财政政策RFP的回归系数为0.249，p值为0.042，通过了0.0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区域财政政策中的科技事业支出对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科技事业支出越多，该区域中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经费投入也就越多，科技事业支出对于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效果的调节作用就越大。此外，区域创新环境因素中的区域市场结构指标RMS和区域经济总量指标RET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表明一个区域内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和区域内部的生产总值对加计扣除政策的实施效果均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但这两个区域创新环境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目前我国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规模以上大型企业数量不多，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这些因素制约了区域创新环境对加计扣除政策效应的调节作用。

表7 基于研发支出的模型3回归结果
	区域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t值
	p值
	模型F值
	R方

	RMS
	0.056
	0.202
	0.28
	0.783
	3.713* *
	0.396

	RFP
	0.249* *
	0.113
	2.201
	0.042
	
	

	RET
	0.019
	0.352
	0.053
	0.958
	
	


注：“*”、“* *”、“* * *”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
    本文将全国划分为四大区域：华东地区（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山东）；西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云南）；华南地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内蒙、东北）。从表8中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区域创新环境对加计扣除政策效应的调节作用程度是不同的，比如华东地区的科学事业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就可以对加计扣除政策效应有0.264个单位的调节作用；而西部地区的科学事业支出每增加1一单位，对加计扣除政策效果只能产生0.095个单位的调节作用。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内部市场结构、科技事业支出以及内部生产总值都不尽相同，这就使得它们对加计扣除政策在该区域内实施效果的调节作用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区域调节作用很强，有的区域调节作用很弱，最终导致各个区域的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效果出现差异。
表8 基于研发支出的模型3分区域回归结果
	区域名称
	RMS
	RFP
	RET
	模型F值
	R方

	华东地区
	0.144
	0.264* *
	0.046
	7.271*
	0.879

	西部地区
	-0.202
	0.095
	0.002
	2.872
	0.466

	华南地区
	0.049
	0.240* *
	0.037
	25.025* *
	0.974

	华北地区
	-0.131
	0.205* *
	0.006
	9.151* *
	0.873


注：“*”、“* *”、“* * *”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
5.3  基于研发产出的检验结果分析

由表9可知，尽管加计扣除政策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施效果具有整体显著性，但具体到每个区域，情况不尽相同。北京、辽宁、上海、江苏以及广东的解释变量系数均为正并且通过了0.0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此类区域实施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显著增加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促进企业的R&D活动；湖北和湖南等中部地区的回归系数也为正并且通过了0.0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实施加计扣除政策也能明显地增加此类区域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只是这种促进作用的显著性程度没有广东省等地区强；重庆和陕西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也为正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体现出实施加计扣除政策也能增加这些地区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产出，只不过这种促进效果并不明显；江西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在此类地方执行加计扣除政策反而抑制了企业的研发产出，执行加计扣除政策对增加这些区域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产出具有副作用。

           表9 基于研发产出的模型2代表区域回归结果
	区域
	解释变量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模型F值
	R方

	北京市
	2.099* * *
	0.132
	15.867
	0.000 
	32.91* * *
	0.705

	辽宁省
	1.523* * *
	0.316
	4.822
	0.000 
	13.255* * *
	0.815

	上海市
	1.832* * *
	0.171
	10.719
	0.000 
	13.653* * *
	0.652

	江苏省
	1.698* * *
	0.134
	12.691
	0.000 
	23.912* * *
	0.626

	江西省
	-0.151
	0.468
	-0.322
	0.764 
	24.724* * *
	0.980

	湖北省
	0.700* * 
	0.278
	2.524
	0.017 
	10.968* * *
	0.749

	湖南省
	2.560* *
	0.937
	2.732
	0.011 
	2.929
	0.494

	广东省
	1.837* * *
	0.101
	18.116
	0.000 
	60.146* * *
	0.666

	重庆市
	0.947
	0.593
	1.597
	0.185 
	4.068
	0.891

	陕西省
	0.310
	0.269
	1.152
	0.276 
	1.332
	0.545

	全样本
	1.942* * *
	0.050
	38.630
	0.000 
	200.275* * *
	0.622


注：“*”、“* *”、“* * *”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
从表10中可以看出，基于研发产出的模型（3）的F值为7.296，回归方程的p值为0.004，通过了0.01水平上是显著性的检验，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良好。在区域创新环境变量中，区域财政政策指标RFP的回归系数为0.723并且通过了0.0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区域财政政策对于加计扣除政策在区域内创业板上市企业中的实施效果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增加科技事业支出能够放大这种调节作用。虽然区域市场结构指标RMS和区域经济总量指标RET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显著性检验，但都是正数，这体现区域市场结构和区域经济总量对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在创业板上市企业中的实施效果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同时也反映出我国企业的规模较小，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表10 基于研发产出的模型3回归结果
	区域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t值
	p值
	模型F值
	R方

	RMS
	0.141 
	0.377 
	0.374 
	0.714 
	7.296* * *
	0.610 

	RFP
	0.723* * *
	0.196 
	3.691 
	0.002 
	
	

	RET
	0.079 
	0.611 
	0.129 
	0.900 
	
	


注：“*”、“* *”、“* * *”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

从表11中可以看出，华东地区的科学事业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可以对加计扣除政策效果产生1.153个调节作用，而西部地区的科学事业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只能产生0.334个单位的调节作用，这表明创新环境对加计扣除政策效果的调节作用程度具有区域性差异，不同区域的创新环境不同，对加计扣除政策效应调节作用的程度也不同。在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中，无论是区域内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还是科技事业支出，亦或区域内部生产总值，都不尽相同，这样就会导致区域创新环境对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效果的综合调节作用程度出现差异，最终的结果便是加计扣除政策在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的执行效果出现了区域性差异。
表11 基于研发产出的模型3分区域回归结果
	区域名称
	RMS
	RFP
	RET
	模型F值
	R方

	华东地区
	0.557 
	1.153* * *
	-0.370 
	21.118* *
	0.955 

	西部地区
	0.054 
	0.334 
	0.146 
	8.520*
	0.895 

	华南地区
	-0.617 
	0.432 
	1.009 
	3.878 
	0.569 

	华北地区
	-0.149 
	0.522* *
	0.436 
	30.700* *
	0.958 


注：“*”、“* *”、“* * *”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
5.4  基于研发效率的检验结果分析
前面分别以研发经费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检验，但企业的研发活动不应该仅考虑投入和产出，还应该考虑研发效率，下面以企业研发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进行检验。本文利用随机前沿方法（SFA）测算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研发活动效率，估计结果如表12所示。
表12 2010—2014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效率估计结果（模型1的估计结果）

	年份
	样本量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2010
	179
	0.039 5
	0.838 9
	0.395 4
	0.229 4

	2011
	287
	0.115 9
	0.835 3
	0.476 3
	0.155 8

	2012
	348
	0.078 3
	0.821 9
	0.463 6
	0.159 1

	2013
	371
	0.066 2
	0.812 4
	0.460 6
	0.161 2

	2014
	401
	0.106 0
	0.810 7
	0.513 0
	0.139 3

	总体样本
	1 586
	0.039 5
	0.838 9
	0.471 7
	0.165 2


从总体上来讲，在2010—2014年期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活动效率均值为0.471 7，相对较低，这说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R&D活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现象；此外，从时间序列上来看，2010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活动效率均值为0.395 4，到了2014年变为0.513 0，表明在此期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整体上有所提高。

从表13中可以看出，虽然从整体上来讲，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显著地提高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但各区域之间各有迥异。北京、辽宁、上海市、江苏以及广东的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为正并且通过了0.0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这些地区执行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显著地提高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效率；湖北的解释变量系数为正并且通过了0.0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此类地区实施加计扣除政策也能够显著提高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效率，只是程度稍弱；重庆以及陕西的回归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体现出在此类区域实施加计扣除政策对提升区域内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效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江西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加计扣除政策在此类地区的执行降低了企业的的研发效率。
表13 基于研发效率的模型2代表区域回归结果
	区域
	解释变量系数
	标准误
	t值
	p值
	模型F值
	R方

	北京市
	0.304* * *
	0.018 
	16.890 
	0.000 
	33.204* * *
	0.708 

	辽宁省
	0.235* * *
	0.050 
	4.692 
	0.000 
	9.057* * *
	0.751 

	上海市
	0.282* * *
	0.024 
	11.593 
	0.000 
	15.728* * *
	0.683 

	江苏省
	0.255* * *
	0.018 
	13.813 
	0.000 
	22.905* * *
	0.616 

	江西省
	-0.063 
	0.073 
	-0.862 
	0.437 
	27.762* * *
	0.982 

	湖北省
	0.100* *
	0.042 
	2.398 
	0.022 
	6.553* * *
	0.641 

	湖南省
	0.297* * *
	0.082 
	3.608 
	0.001 
	4.178* *
	0.582 

	广东省
	0.289* * *
	0.014 
	20.005 
	0.000 
	54.724* * *
	0.645 

	重庆市
	0.166 
	0.099 
	1.677 
	0.169 
	2.333 
	0.824 

	陕西省
	0.146 
	0.124 
	1.173 
	0.271 
	1.070 
	0.543 

	全样本
	0.294* * *
	0.007 
	43.392 
	0.000 
	202.822* * *
	0.626 


注：“*”、“* *”、“* * *”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

从表14中可以看出，基于研发效率的模型3的F值为4.709，并且通过0.0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良好，随机误差较小。在区域创新环境方面，区域财政政策指标RFP的回归系数为0.534并且通过了0.0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区域财政政策对加计扣除政策的执行效果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科技事业支出越多，这种调节作用就越大，从而使得享受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的研发效率越高；区域经济总量指标RET对于加计扣除政策提升企业研发效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但不明显，体现出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而区域市场结构指标RMS对于加计扣除政策提升企业研发效率没有调节作用，反映出我国企业规模较小。
表14 基于研发效率的模型3回归结果
	区域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t值
	p值
	模型F值
	R方

	RMS
	-0.170 
	0.059
	-0.385
	0.706
	4.709* *
	0.502 

	RFP
	0.534* *
	0.031
	2.554
	0.023
	
	

	RET
	0.437 
	0.095
	0.961
	0.353
	
	


注：“*”、“* *”、“* * *”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

从表15中可以看出，华东地区的科学事业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就会对加计扣除政策效果产生0.178个单位调节作用，而西部地区每增加1个单位的科学事业支出只能产生0.021个单位的调节作用，这说明区域创新环境对于加计扣除政策效应的调节作用程度具有区域性差异。我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的科技事业支出都不一样，这会导致区域创新环境对于加计扣除政策提升研发效率的调节作用程度出现差异。因此，加计扣除政策对于提高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效率的作用出现区域性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创新环境之间存在差异。
表15 基于研发效率的模型3分区域回归结果
	区域名称
	RMS
	RFP
	RET
	模型F值
	R方

	华东地区
	0.065 
	0.178* *
	-0.012 
	12.594* *
	0.926 

	西部地区
	0.080 
	0.021 
	-0.013 
	3.634 
	0.784 

	华南地区
	-0.122 
	0.036 
	0.239 
	2.887 
	0.571 

	华北地区
	-0.014 
	0.028 
	0.116 
	2.154 
	0.403 


注：“*”、“* *”、“* * *”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
6   结论及建议
6.1  研究结论
    （1）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施效果具有显著性。本文以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支出、专利申请数量以及研发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企业是否享受加计扣除作为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显著地增加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经费投入和专利申请数量，能够显著提高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效率。这说明执行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明显地促进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发创新活动。

    （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执行效果存在区域性差异。尽管从全国范围来看，执行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显著地促进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R&D活动，但是具体到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情况却不尽相同。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北京市、江苏省以及广东省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执行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显著地促进区域内创业板上市公司的R&D活动；在湖北省、河南省以及湖南省等经济发展水平次高的区域，执行加计扣除政策也能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但显著性程度稍弱；而在重庆市、陕西省以及江西省等经济发展水平欠佳的地区，执行加计扣除政策并不能明显促进企业的R&D活动。由此可见，加计扣除政策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的执行效果存在着区域性差异。

    （3）区域财政政策对加计扣除政策的执行效果具有显著性调节作用，区域市场结构和区域经济总量并无显著性调节作用。本文选取区域市场结构、区域财政政策以及区域经济总量3个区域创新环境因素作为计量模型3的自变量，以模型2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作为模型3的因变量。检验结果表明，区域财政政策对加计扣除政策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的执行效果具有显著性调节作用，每年区域财政支出中的科技事业支出越多，区域财政政策对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效果的调节作用程度就越大，享受了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就越多，研发效率就越高；研究同时发现，区域市场结构和区域经济总量对此并无显著性调节作用，说明我国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4）区域创新环境对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效果的调节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本文将全国划分为华北、西部、华南、华东4个大的区域，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因变量为研发效率时，华东地区的科学事业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就会对加计扣除政策效应产生0.178个单位的调节作用，而西部地区每增加1个单位的科学事业支出只能产生0.021个单位的调节作用，其他区域创新环境因素具有类似现象，这说明区域创新环境对加计扣除政策执行效果的调节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正是因为我国各个地区的市场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财政政策之间存在着差别，使得各地区的创新环境对加计扣除政策在区域内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执行效果的调节作用程度出现差异，最终导致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的执行效果产生区域性差异。
6.2  相关建议
    （1）政府部门进一步简化加计扣除政策的申报流程，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既然执行加计扣除政策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创新，那么政府部门就应该采取相关措施使更多满足条件的企业真正享受到该优惠政策。进一步简化申报流程，降低企业申请该政策的成本，同时需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企业了解该优惠政策，真正享受到该优惠政策带来的好处。

   （2）政府部门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有针对性地使用财政资金。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中的执行效果具有区域性差异，而这种区域性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地区的财政政策不同。因此，建议政府部门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有针对性地使用财政资金。诸如重庆市和陕西省这类区域，在每年的财政支出中适当性地提高科技事业支出的比例，以便加强区域财政政策对加计扣除政策效应的调节作用程度，从而促进企业的R&D活动；如果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身财政资金无法满足科技事业支出，那么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预算就应当向这类区域倾斜，以便满足其科技事业支出的要求，从而促进区域研发创新活动，进而驱动该区域的经济较快发展以赶上其他区域，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3）政府进一步加强市场化与法制化建设。对我国企业规模较小和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现实，进一步加强市场化，让市场充分发挥自主性，尊重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通过合并、重组等方式淘汰盈利能力低、没有活力的小企业，壮大企业规模；同时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建立健全企业合并重组过程中的相关法规制度，依法淘汰“僵尸企业”，充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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